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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鳄鱼公园野生动物旅游中的生命权力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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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然的社会建构是近年来欧美地理学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思潮之一。

本文从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以福柯“生命权力”的概念为理论工具，通过参与式观察、半

结构化访谈和文本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人与动物互动过程及其权力关

系的运作，并展示在此过程中景区、野生动物、政府和NGO等组建的行动者网络。研究发现：

① 通过标准化、高科技的管治与保育措施，景区中动物种群的性别、健康与数量等方面得以最

大程度的调控，并由此形成了与旅游市场相适应的“生命政治”运作模式；② 景区已经能够熟练

地规训野生动物参与各项旅游活动，并在此基础上巧妙地操控游客想要亲近并征服野生动物

的双重渴望；③ 不同行动者在协商与制衡中组建的行动者网络，实质上为人对野生动物生命权

力的施展提供了合法性与道德性的框架，使其更加紧密地嵌入到社会文化情境之中。研究丰

富了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为人文地理学分析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

考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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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然的社会建构是近年来欧美地理学界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理论思潮之一[1]，

重在深入分析现代性背景下人类社会与自然系统的互动关系，试图解开自然系统被卷入

人类社会后的文化情境，讨论并彰显自然的主体性[2]。事实上，自然的社会建构不应该单

纯理解为社会建构主义视角，即社会行动者如何通过权力、话语和文本等“建构”自然

的社会意义。所谓的建构并不局限于社会关系之内，也应关注人类与非人类 （non-

human）如何在互动中组建（assemble）完整的行动者网络[1]。其中，剖析人类与动物之

间关系的建构过程是展示复杂的自然与社会互动机制的重要方面。在现代性社会文化情

境中，高度密集的城市生活将人与自然系统间天然的关系不断地割裂，社会发展对自然

界造成的例如环境退化、生态可持续性威胁以及生物多样性危机等一系列负面问题，加

速了现代城市人对于自然的渴望[3]。在庞大的自然系统中，人类天生就具有与动物亲近的

欲望与需求[4]。尽管，在人类历史长河之中，许多特殊种类的动物被驯化成为家畜走进人

类生产生活[5]或是被育种成为宠物走入人类家庭生活[6]。但野生动物作为动物世界最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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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核心群体，象征着人类永远渴求探索的未知自然世界，展示着最为丰富多彩的生命形
式[7]。因此，以野生动物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或主题公园成为了连接自然和社会的重要
纽带。

正是在这种现代性的社会文化情景下，野生动物旅游在世界范围内的快速发展，使
得旅游活动开始成为人类探索并近距离接触野生动物的最主要商业形式之一[8]。然而，近
来野生动物旅游中频繁曝光的各种问题，已经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例如，泰国普吉岛
蛇园为了吸引游客购买自制蛇药，而引导游客与蟒蛇进行亲密互动，导致上海旅游团的
一名女性游客被不胜其烦的蟒蛇疯狂攻击。北京八达岭野生动物园游客在猛兽区擅自下
车，被埋伏的老虎袭击导致一死一伤。将野生动物强行纳入人类现代文明秩序的现象及
其引发的种种问题，忽视了旅游活动中野生动物作为具有生命参与者的地位与意义[9]，应
该引起全社会的深刻反思。虽然，人对动物的控制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但进入现代社
会，尤其是随着现代生物技术的发展，人类对野生动物施加权力的方式已经如福柯在描
述现代生命权力观时所言，经历了由断头台等公开残暴的君主权力（sovereign power）
机制，向更为精巧隐秘的生命权力（biopower）机制的转变过程[10]。权力的运作开始针
对具有生命的个体和群体，融入到日常生活，并渗透在微观空间的各个方面。而在具体
的野生动物旅游情境中，人与动物之间呈现着怎样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又是如何
运作？其背后反映着怎样的自然社会建构机制？本文以中国典型野生动物旅游景区——
广州鳄鱼公园景区为案例，试图揭开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人与
动物互动过程所掩盖的生命权力关系以及自然与社会的建构机制。

2 文献述评

2.1 生命权力与动物
生命权力的理念最早可以追溯至亚里士多德对于政治的古典定义，即人是政治的动

物[11]，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却认为，不同于传统的政治话语，在现代性语
境下人的动物性本身（生命）才应该是政治的核心之所在[12]。据此，他提出了生命权力
的概念框架，以此来阐释现代民族国家对其国民的监管机制是如何由恐怖且残忍的野蛮
方式向更为复杂且精巧的文明方式转化的，从而实现由“让你死”（let live and make
die）到“使你活”（make live and let die）的过渡[10, 13]。在福柯看来，生命权力是一种权
力技术，一种管理作为群体的人的生命的方式[12]。这种生命的治理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得
以完成[13]：首先，是对个体身体的规训，以持续介入性的方式构建起个体的生命常规，
使得个体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其次，是对作为整体的人口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
的管治，旨在控制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健康状态与人均寿命等，降低内外风险以把
控人口安全[14]。这两个层面的生命权力紧密交织，使得生命以个体与群体两个尺度的形
式被镶嵌在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之中。

近来部分学者们已经将对生命权力的关注延伸至非人类生命的范畴[15]，开始反思人
对动物施加生命权力的途径与过程[16]。福柯认为，权力是主体间的力量关系，其存在的
前提是双方都存在一定限度的自由和能动性，无限度的支配和暴力并不构成权力关系[17]。
从古至今，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与动物的关系的演变事实上也是生命权力在现代
性背景下的形成过程：人与动物相处逐渐与暴力脱钩，从对生命的绝对支配转变成规
训、管治、干预与优化生命并努力使之繁荣的生命权力运作过程。这种动物生命权力形
式在人类进入现代性尤其是晚现代性（late modernity）社会表现的尤为明显。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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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并不能无限度地延伸，人类开始关注对动物尤其是野生动物的“保
育”。因此，人类开始使用更为高科技的手段对动物的身体和种群进行操控与管治。自动
化、转基因等技术渗透到动物健康、繁育等过程的方方面面[18]，以使动物纳入到人类可
操控的范围内。另一方面，人与动物关系开始成为构建现代社会“文明性”（civility)的
一个重要内容。随着自然中心主义的崛起，社会开始广泛关注动物的福利与道德，动物
的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与承认[19]，动物在饲养过程中的生境待遇，甚至生命的
终结方式都被赋予了法律与道德的评价标准[20]。动物伦理已经成为了一种广泛传播的话
语，并接受着更多公众的制衡。但动物的生命权力仍然呈现着充满矛盾的复杂性，一方
面依然保持着对动物生命的诸多胁迫性与强制性力量，另一方面则注入了调节性与扶植
性的力量，利用现代生物技术行使着“保育生命”的职能[14]。生命权力的概念为剖析社
会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非本质主义的权力观和分析视角：人对自然的权力不应理所
当然地理解为依据人类的经济、科学技术和法律而对自然形成的一种支配，而应更多地
关注权力作为一种“技术”是如何在社会和自然的互动中运作和再生产。
2.2 旅游、生命权力与野生动物

人类对野生动物的观览和游赏历史亦可谓源远流长，契合了人对动物利用过程中由
规训权力向生命权力过渡的演变历程。古代中国、古埃及以及其他世界各地的王公贵族
普遍对野生动物怀有浓厚的游猎与玩赏兴趣，在当时野生动物被看作是高贵与王权的象
征，只有精英阶层才可以接触，皇家贵族对野生动物施加权力的过程野蛮而赤裸，动物
的生命随时会因个人喜好而被剥夺，成为召显权贵社会地位的“活道具”。到18世纪受
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公众认为贵族对野生动物的规训与惩罚映射了自身所承受的压迫与
不公，因而对野生动物私人化游赏的抵制开始大规模爆发，并由法国开始波及整个欧洲
进而向外推进[7]。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互动不再局限在精英阶层的私人圈养与游赏，开始朝
向大众化观览迈进。在全世界范围内，野生动物旅游都成为了人类观览与接触野生动物
的绝佳甚至唯一机会[21-23]。而野生动物旅游中所谓的野生动物通常有两种主要类型[24]，第
一种为安置在例如动物园、水族馆等人造空间中被捕获的野生动物，第二种为在自然栖
息地中的野生动物。

在旅游活动的背景下，人类对野生动物的生命权力运作主要围绕三条主线展开。首
先，人类对野生动物的规训与管治技术越来越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运用，让野生动物的行
为、健康及游客的安全都处于可操控的范畴。例如，美国黄石国家公园为了旅游活动的
顺利开展，将无线电发射项圈 （tracking collar）、遥感技术 （RS）、地理定位系统
（GPS）等现代科技用以追踪并管理灰熊、郊狼等猛兽的活动线路，并采用厌恶性刺激
（aversive stimuli）惩戒擅自进入游客活动区域的“越轨”猛兽，以防止人兽冲突的发生
并对野生动物的健康进行动态监测[25]。其次，旅游景区已经能够熟练巧妙地对旅游活动
中游客与野生动物的关系进行操纵，以达到服务于旅游经济的目的。就加利福尼亚州长
滩市的太平洋水族馆而言，景区深谙游客想要与象征着吉祥、好运的吸蜜鹦鹉亲密接触
的需求，因此设置了只有购买价值三美元的花蜜才可以吸引鹦鹉停靠并抚摸的 “吸蜜鹦
鹉森林”展馆。在考虑投喂食物时，景区选择了对鹦鹉而言饱足感较小的花蜜，因此即
便大量游客的喂食也不会对鹦鹉造成伤害。另外，花蜜会减少鹦鹉排便次数和粪便粘度
以防止在接触过程中给游客带来负面的旅游体验[26]。简单的互动项目，却彰显出景区对
人与鹦鹉关系精密的设计与操纵。最后，生命权力的运作不是一个单向施加的过程，不
同利益主体或行动者之间形成了复杂的行动者网络，野生动物旅游的开展受到更多社会
主体的制衡[27]。作为政治力量，政府自上而下地通过制定法律与政策等方式对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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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景区中的使用权限与保护等级进行规制，对动物保育做出引导。作为社会力量，非政

府组织（NGO）自下而上地通过社会运动与自筹基金等方式对野生动物旅游景区进行监

督，对动物福利与道德做出倡导 [28]。正如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在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所描述的那样，经济活动是紧密嵌入在社会文化情境中的，政治与社会

力量会对经济活动形成反制作用[29]。事实上这些研究都偏重分析旅游活动中的社会关系

的建构或者旅游活动对自然系统的影响，将旅游活动理解为社会关系的一种表征，而忽

视了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即围绕野生动物而卷入和生产的行动者网络。因此，从自

然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去分析人与动物之间的权力关系可以摆脱以往研究中对自然系统

和社会系统的割裂，可以为理解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提供更加有益的视角。

相比于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在原始野生动物栖息地之上被人类政策话语所建构

的野生动物旅游地[30]，动物园因为将野生动物直接置入人类的社会情境之中，因而其对

人与野生动物关系的展演相比于野生动物的原生栖息地更加直接也更为丰富[31]。并且现

今类似传统动物园的野生动物旅游企业会开始向野生动物主题公园演化，出现迪斯尼化

现象（Disneyization） [32]。相比于传统动物园，野生动物主题公园更富主题性、旅游消费

形式更加多样且野生动物商品化更加突出。最为重要的是，野生动物主题公园直接以动

物保护与自然教育为特色组织旅游项目，因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能够以更加直接与公开

的方式参与到野生动物旅游中[33]。因此，本文从自然的社会建构视角出发，以福柯生命

权力的概念为理论工具，探讨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人与动物的权力关系，以及社会主体

围绕着野生动物彼此制衡而再生产的行动者网络。

3 案例地与研究方法

广州鳄鱼公园景区（简称景区） ①隶属于长隆集团，景区前身为番禺香江鳄鱼养殖基

地，经历了从单一的鳄鱼养殖场，向以鳄鱼为特色同时包含各类湿地动物的综合型野生

动物主题公园转变的发展过程。景区于2004年正式向游客开放，目前展区内有扬子鳄、

马来鳄、湾鳄等6大种类的数万条鳄鱼，除此之外还拥有丹顶鹤、鹈鹕、红鹮等湿地鸟

类，以及大鲵、黄金蟒等两栖类与爬行类野生动物。景区清晰的动物主题、齐全的动物

种类与成功的运营历史，对于探究现代旅游活动情境中的人与野生动物权力关系与自然

的社会建构机制极具典型性。从景区的空间布局来看，其位于中国经济最活跃且最发达

的珠三角广州市，体现了城市居民对于亲近自然、消费自然的时尚与需求。从景区内部

功能分区来看（图1），共设A、B、C三大功能版块，每个功能版块中鳄鱼主题展馆与其

他湿地动物主题展馆相互搭配、互为补充，野生动物旅游体验形式亦包含凝视、互动等

不同类型。

考虑到野生动物的生理习性会因为天气和季节的状况而产生变化，景区的运营与管

治方式亦会随之发生改变。因此，研究者在2015年8月-2016年8月的不同季节，挑选了

阴雨、晴朗等不同的天气状况5次前往鳄鱼公园进行调研，研究不同状态下鳄鱼公园各

旅游项目的运作状况。研究主要采用质性研究，运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化访谈以及文

本分析的方法。

① 2016年7月1日，运行了十余年的广州鳄鱼公园彻底更名为长隆飞鸟乐园，在保留原本鳄鱼项目的基础上，飞鸟

主题的旅游项目继续增多。这说明，伴随着人们对于自然主题追求的不断转变，野生动物生命权力的运作仍在不停

地转型与深化。由于本文关注的是景区名为鳄鱼公园期间的生命权力运作过程，因此依然沿用广州鳄鱼公园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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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观察主要关注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运行方式、景区内具体旅游项目的设计机
理与游客体验：以研究者身份，仔细观察景区中各项旅游活动的运行要素，着重思考其
中野生动物的地位与意义。期间对全部动物表演和主要展馆游客观览的现场进行了录
像，同时辅之以照片拍摄。另外，以游客身份对景区各项旅游项目均进行了体验，并将
体验感受以自我民族志的方式进行记录与整理。此外，为了获取更为深入的信息，研究
者还对景区中的11位游客、14名员工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在所获信息达到饱和后停止
访谈信息收集，访谈整个过程进行了记录或录音并在后期进行整理。信息编码时员工以
字母E为代表，游客以T为代表，研究样本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游客的访谈在景区内进
行，地点主要是在对旅游项目体验前的游步道中以及体验后的动物表演场地内进行。对
游客的访谈主要侧重两方面：① 游客感知中的景区核心旅游吸引力及其形成原因；②
景区中各项目的旅游体验。员工的访谈主要是在其主要负责的展馆周围进行，在其为游
客讲解时进行提问与追问或者在其空闲时进行深度访谈。对景区员工的访谈主要侧重三
方面：① 景区针对不同动物种类管治方式的时（繁育、冬眠等动物生理周期）空（不同
动物场馆以及不同功能分区）分异如何；② 具体旅游项目的设计机理及其对野生动物与
游客的感知如何；③ 涉及景区运营的不同行动者及其互动情况如何。

此外，除了从现场观察与访谈得到的针对野生动物身体与种群的直接规训与管治方
式，知识的生产作为一种特殊的权力类型，从来都与生命权力的运作息息相关[34]。为了

图1 广州鳄鱼公园景区内部示意图
Fig. 1 The inner structure of Guangzhou Crocodile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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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全面的知识文本，首先，对长隆
集团的官方网站、“欢乐长隆”与

“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官方微信订阅
号进行了长期关注，对关于景区运营
报道的历史消息进行细致地整合与梳
理，并持续进行追踪与补充。另外，
关注了“中国林业网”、“世界动物保
护协会”、“WCS 国际野生动物保护
学会”等长期关注野生动物旅游的政
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官方网站与官方微
信订阅号，着重了解与旅游活动相关
的野生动物政策法规与保育活动。同
时对蚂蜂窝旅游虚拟社区网站、新浪
博客、微博等有关景区旅游体验的游
记以及各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针对景
区组织的各项政策与活动报道进行了
抓取，意图全面了解野生动物旅游的
运作体系以及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制
衡与博弈关系。

4 研究结果

4.1 管治与保育：野生动物的种群管
理与生命政治
旅游活动对于动物保育至关重

要[35]，Hennessy认为，人类对动物种
群管理的生命政治技术主要通过照
料、分类与监测等行为来实现 [36]。由
于现代生物科技的引入，景区对动物种群的健康与繁育的照料得以最大程度的保障，同
时，动物理疗、繁育的设备和过程成为了景区对外标榜动物福利的新兴手段与吸引力。
目前，传统动物园贪多求全的动物展示策略已经很难迎合现代游客的旅游需求。拥挤的
笼舍和了无生趣的动物行为状态只会降低游客满意度，甚至使游客产生厌恶与焦虑的负
面旅游体验[37]。因此，对野生动物种群健康的维持和保育的成功成为了景区的核心竞争
力。景区野生动物的医疗保健与繁殖育幼部门不再像传统动物园那样仅仅是内部私密的
应急、支持系统，而是开始被作为一项重要的旅游项目对外宣传与展示。景区开设了育
幼孵化长廊作为景区保育成功的对外展示窗口，游客能够透过视窗全面获取野生动物在
景区中的保育知识。视窗内全面地陈列了人工孵化与养育鳄鱼及飞鸟的育幼仪器，展示
出景区为野生动物幼雏营建的犹如人类幼儿园一般舒适、可爱的成长环境。在景区内，
野生动物福利与生活条件得以最大程度的宣传，并且为景区的增添了极富社会教育意义
的旅游观览项目。

另外，核心旅游项目的更新换代与游客的消费需求休戚相关，而主题公园则对旅游
市场的信息反馈更加敏感[38]。由于有限的动物保育经费与展演空间，面对旅游市场需求

表1 研究样本构成情况
Tab. 1 The structure of the samples

编号

E01

E02

E03

E04

E05

E06

E07

E08

E09

E10

E11

E12

E13

E14

T01

T02

T03

T04

T05

T06

T07

T08

T09

T10

T11

性别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男

女

女

男

女

男

女

男

女

女

男

男

女

男

年龄阶段(岁)

20~24

30~34

25~29

30~34

25~29

35~39

25~29

20~24

20~24

25~29

20~24

35~39

25~29

20~24

40~44

40~44

30~34

25~29

20~24

20~24

30~34

30~34

50~54

25~29

25~29

职业

动物管理员

动物管理员

动物管理员

动物管理员

动物管理员

动物管理员

动物管理员

动物管理员

动物管理员

动物管理员

动物驯养员

动物驯养员

动物表演司仪

动物表演司仪

企业管理人员

私营业主

银行柜员

人力资源培训师

大学生

大学生

餐饮服务人员

公司职员

私营业主

教师

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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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动，景区必须对核心旅游项目的演替做出取舍。但野生动物主题公园中的旅游项目
均是以具有生命的野生动物作为核心吸引力，因此，景区中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不能像
其他游乐主题公园的游乐设施一般轻易地安装拆卸。景区必须首先以游客喜好与市场需
求为标准，对园区内的野生动物进行分类，然后以更为精巧且平缓的方式，利用现代生
物科技带来的便利与可能，逐步缩减那些不易操控且逐渐丧失旅游吸引力的动物种群，
而扶植那些更具亲和力且在旅游消费市场中更加时尚的动物种群，以便维持景区的运转
与盈利。

目前，景区已经熟练地掌握了鳄鱼与飞鸟的繁育规律与技术。鳄鱼的性别会由孵化
时的温度与湿度决定，一般情况下，鳄鱼的孵化会大致按照雄雌 1∶2的比例调控温度，
以保证鳄鱼种群总量的稳定。但由于鳄鱼本身不爱活动又有冬季长时间的休眠期，伴随
着景区十余年的发展，鳄鱼旅游项目的吸引力在逐渐减弱。因此景区开始在人工孵化鳄
鱼的关键时期，调控孵化的温度与湿度，从而减少雌性鳄鱼的数量，使得鳄鱼种群的总
量稳步降低。而与此相反，景区不断地对飞鸟所在的展馆进行环境丰容改造，尽可能地
营造模拟荒野自然的环境系统令飞鸟感到舒适与放松，以促进飞鸟的求偶与交配。在飞
鸟的繁殖季节景区会安排人员加强巡查，为不同种类的飞鸟提供不同材质的筑巢材料，
并使用能够净化空气并调节温度的人类婴儿培养箱来养育被抛弃或体质较弱的雏鸟，从
而壮大飞鸟种群数量。在景区精心地培养与监控下，动物种群出现了“鸟”进“鳄”退
的发展态势，有限的动物繁育经费与展演空间开始更多地运用于更受游客欢迎的活泼艳
丽的飞鸟。

你看，现在面前的这个古巴大火烈鸟的展区以前全放的是鳄鱼。景区刚开始主要以

鳄鱼（展出）为主，都没有其他动物。好多游客都提意见说，鳄鱼太多了，动都不动一

下太没意思。我们就慢慢开始增加这些湿地鸟类和小动物，好多的鳄鱼都搬回去后勤那

边了。

——动物管理员E02

现在这里虽然还是全国最大的鳄鱼养殖地，但是（鳄鱼）数量已经少了好多啦，毕

竟现在不是以鳄鱼为主题了，这里要鳄鱼太多也没用，所以每年孵鳄鱼时就都会要有意

控制一下温度湿度那些，加上那些没有受精的蛋，鳄鱼数量也就没那么多了。

——动物管理员E07

目前景区已经拥有总数超过1万只的300余类飞鸟种群，成为了中国最大的金刚鹦鹉
繁育基地并拥有全国最大的火烈鸟种群。通过标准化、高科技的管治与保育措施，景区
中动物种群的性别、健康与数量等方面得以最大程度的调控，并由此形成了与旅游市场
相适应的“生命政治”运作模式。
4.2 规训与操控：旅游活动中的人与野生动物关系

在景区旅游项目的设计与开展过程中，景区根据不同动物的习性与特征，使用不同
的专业技术对野生动物进行规训，向游客展演野生动物或驯顺、或狂野的身体，以满足
游客亲近与征服野生动物的双重渴望。这种对动物或驯服或狂野的呈现，反映的不仅是
对动物身体的操控，更是对游客体验的操控。正如段义孚所述，人与自然之间其实是一
种复杂多元的残忍与爱恋关系[39]。人类对于野生动物总是秉持好恶交织的原始欲望。而
景区则会基于这种双重的欲望，对鳄鱼的形象进行复杂地多元化建构。

首先，当游客意图亲近和了解鳄鱼时，景区会展现出鳄鱼温顺的一面，精心挑选景
区中当季瘦弱的幼鳄进行近距离展示与讲解，选择性地展演鳄鱼幼年、母性等特征建构
出鳄鱼这种本来被认为极其危险的动物的可亲近性。但值得指出的是，人类对动物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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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是受制于动物本身的生理特性的。例如景区无法操控鳄鱼规律的繁育期、冬眠期等，
因此转而选择更易被操控的两栖爬行类和鸟类动物，设置了许多“投食驿站”和“科普
讲堂”等可以满足人与动物互动的项目，意图使游客在与动物身体的互动中产生与自然
的亲密感。但即便如此，这些供游客玩乐的所谓被规训的动物也并非可以随时随地接受
景区的调配与摆布，它们无法改变的生理特性会成为其能动性的有力体现。例如在2016
年7月4日的调研中，突然的降雨让羽毛淋湿的金刚鹦鹉非常郁闷，雨停后闹脾气的它们
开始拒绝食用游客购买的瓜子，使得这项投喂互动活动被迫临时取消。其次，现代城市
的野生动物主题公园中，以动物搏斗取乐的残忍项目已经不为现代文明所接纳。但从根
本上来说，时空轨迹的变迁并未停止人类征服并驾驭野生动物的渴望，人类宣示社会性
对于动物性的挑战与支配会以另一种方式更加精巧多元的方式呈现。游客会在亲自或者
观看他人驾驭、摆布野生动物的过程中产生类似征服感的愉悦旅游体验。而景区通过精
心的设计与编排，在旅游项目中巧妙地操控着这种旅游体验为旅游经济服务。这一过程
在最受游客欢迎的“鳄作剧”与“钓鳄岛”两大鳄鱼主题的旅游项目中体现的尤为明显
（图2）。

在“鳄作剧”表演中，景区通过驯鳄师专业的技能展现和鳄鱼驯顺的身体展演，使
游客在观看专业表演时产生人类竟然能够如此娴熟地驾驭并驯服鳄鱼的惊奇与赞叹。由
于鳄鱼不具备长久的记忆力，因此驯鳄师会掌握用于固定表演的鳄鱼的习性，配合鳄鱼
身体细节的变化为游客做出看似双方极其“默契”的表演。例如，在表演“鳄口取物”
这类高风险动作时，将手放入鳄鱼口中前，要轻敲鳄鱼眼睛与嘴部，起到使鳄鱼放松警
惕并减少对人类敌意的所谓“麻醉”作用。手放入后，取物动作需精准并时刻注意鳄鱼
身体的细微变化，“看到鳄鱼的鼻孔在收缩或者嘴里的合板打开了，代表鳄鱼已经生气，

就要赶快收手”（驯鳄师E11）。在表演的过程中，驯鳄师专业的驯兽动作会搭配滑稽的
“不专业”表演。如佯装笨拙地摔入鳄鱼池中，造成失误假象以突显鳄鱼凶险。有惊无险
的表现让游客在经历了犹如过山车一般惊悚与愉悦交织的高峰体验，而后驯鳄师向游客
索要小费以便“奖励”鳄鱼的环节，就自然而然且毫不违和地融入到了节目之中。

那么大的鳄鱼还在疯狂挣扎 （驯鳄师） 就一下给抱起来，刚刚我都激动得站起来

了。这才是来这儿想看到的鳄鱼，凶残吃人，但那又怎样。人定胜天，人就是厉害啊，

这么凶狠的鳄鱼照样搞的这么听话，一直就想看这样的表演，太过瘾了。

——游客T08

图2 广州鳄鱼公园中的鳄鱼表演(鳄作剧)与互动(钓鳄岛)②

Fig. 2 Crocodile performance and interaction in the Guangzhou Crocodile Park

② 图片来源：http://news.xinhuanet.com/photo/2013-05/30/c_124782633_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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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他（驯鳄师）用手拿鳄鱼嘴里的东西，旁边的人（驯鳄师）还不小心摔跤的时候

我的心都要蹦出来了，好惊悚啊，感觉那个鳄鱼随时都有可能会发飙咬他，看的时候觉

得不敢看又想看，好矛盾，但好刺激。给点小费嘛无所谓啦，觉得超值。

——游客T10

相较之下钓鳄岛的设计则更加简单，就是让游客亲自站在高台上以垂钓的形式用鸡
腿作为食物直接逗弄台下的鳄鱼。在钓鳄时身体与身体的角力中，游客的旅游体验也出
现了与自然“对抗”与“战斗”的隐喻。游客只要花费20元人民币，就可以购买一根绑
着鸡肉的竹竿作为“武器”参与钓鳄活动。在景区营造的非惯常环境中，日常生活中营
建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与危险常识被有条件的暂时消解，人对野生动物占有与征服的本
能被合理激发，体验过程出现了类似“战斗”的策略与技巧，并产生了“畅爽”、“刺
激”等快感。

我们平时不会让鳄鱼吃的太饱，这样客人来了逗它们才能扑食啊，玩这个也要技巧

的，最厉害的一个（游客），一个鸡腿玩两小时，所有的鳄鱼被他逗的到处跑。

——动物管理员E10

平时哪有机会，也不敢这么玩鳄鱼啊，它们好聪明的，排的阵列好到位，每一个尾

巴后面都跟着另一个，肉刚放下去它是不会咬的，只会趁你不注意突然发动攻击秒杀

你。所以你必须把肉甩到它尾巴那儿，它扑的时候你再猛提竿就不会被咬到。

——游客T05

在实地观察中发现，一旦鸡肉被鳄鱼咬住，经过短暂几秒的僵持后，钓鳄活动就会
以鳄鱼的大快朵颐而宣告结束。游客大多会非常不甘心地继续购买鸡肉再次加入“战
斗”。“基本上（每一位）都是一百（元）一百（元）的买，（生意）最好的一天可以卖三

百多份 （鸡肉） ”（动物管理员E06）。在人与鳄的对抗中，鳄鱼成为了游客的“玩物”，
伴随着人类的征服欲与满足感，钓鳄成为了公园最受欢迎的旅游项目之一。总之，在野
生动物旅游体验中人类对动物亲近和征服的欲望大多是互相交融难以割裂的。在看似平
和的非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游客对野生动物虽没有例如围捕、猎杀等直接伤
害，但整个旅游体验过程的实质仍然只是以另一种更加合乎现代文化规范的方式在彰显
着人对野生动物驾驭与控制的本能。
4.3 生命权力的制衡：不同行动者针对野生动物的博弈

伴随着现代化社会对于野生动物保护的隐忧，以国家林业、农业等主管部门为代表
的政府组织与以野生动物保护组织（简称动保组织）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NGO）开始
全面参与到野生动物旅游中，基于各自立场对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的人工繁育、公众展示
展演甚至出售与利用等经营活动做出规定与限制。

政府机构通过制定针对野生动物的政策性话语对景区经营活动做出规范与限制，并
对景区的“越轨”行为做出惩罚。首先，对景区中的野生动物进行了分级界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规定③，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按照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与二
级保护野生动物的标准进行分类并被国家重点保护。就景区的核心旅游吸引物——鳄鱼
而言，所有的鳄鱼种类全部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其次，对景区的经营管理权限
进行了规定与限制。农业部与国家林业局等政府组织依照《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要
求景区依照法律程序取得鳄鱼的驯养繁殖许可证，且驯养繁殖的鳄鱼不可为野外种源，
必须是人工繁育鳄鱼的子代种源（即野外种源的孙子辈）。再次，对景区中野生动物的利
用方式进行了明确的限定。例如，景区中的扬子鳄被认定为中国特有国家一级保护野生

③ 资料来源：根据2017年1月1日起实施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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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因而必须重点关注、完整保护。而暹罗鳄、湾鳄与尼罗鳄这三种鳄鱼则被国家林
业局认定为可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野生动物，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就可
以被烹食宰杀④。景区只要按照广东省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核验的年度生产数
量来取得“中国野生动物经营利用管理专用标识”，凭借专用标识就可对鳄鱼进行出售和
加工⑤。现在景区已经开发出了瓦锅鳄鱼腩、宫廷扣鳄鱼尾等一系列鳄鱼主题的旅游餐饮
产品，并设有鳄鱼皮具、鳄鱼装饰等一系列旅游商品供销点。在政策性话语的规制下，
同样的野生动物生命被施以不同的管理方式。可以发现，其实政策性话语本身亦是一种
野生动物生命权力运作的方式与过程。最后，对景区中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惩罚。
制定了例如“罚款”、“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以及“收回许可证与专用标志”等一系
列惩处的条目与规定，甚至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⑥。

各种政策性话语详细深入的规定与限制，并没有对景区利用野生动物进行旅游活动
形成桎梏，而是助推景区在国家法制社会的宏观轨道中更顺畅地运行。而各类惩处与警
示的政策，亦帮助景区规避了走私、非法驯养野生动物等同类型旅游市场中的恶性竞
争。同时，景区在繁育野生动物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政府需要依靠景区的保育成就来
完成所肩负生态保育的工作任务。因此，政府在需要举办如全国“爱鸟周”、广东省“野
生动物保护月”等公益活动时，会考虑将活动的举办地布置在景区，间接助力景区进行
市场宣传与推广。政府与景区在野生动物生命权力运作过程中的限制与助推形成了一种
制衡关系，而这种制衡为野生动物旅游的开展提供了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合法性框架。

动保组织会宣传所谓动物知识的科学主义话语，并对景区中野生动物的生境状况进
行监督与举报，以此对景区的经营活动形成规范与限制。首先，动保组织会在时下最流
行的社交媒介中传播与推广科学化与主题化的野生动物知识，倡导游客拒绝参加野生动
物旅游。例如，世界动物保护协会援引来自“牛津大学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中心
（WildCRU）报告”的科学话语⑦，认为鳄鱼养殖园是全球十大最残忍的野生动物娱乐表
演“培养皿”，鳄鱼被描述为“对压力非常敏感”且“罹患白血病概率极高”的脆弱物
种，而其生境被描述为“严重拥挤和不卫生的混凝土坑”以及“单调贫瘠的监禁环境”。
除此之外，动保组织会联合政府部门对景区的野生动物生境状况进行监督与举报。原本
景区设有与绑嘴小鳄鱼（一般为1~2岁的幼年鳄鱼）合影的旅游项目，在诸多网络游记
中还留存有许多游客的合影留念。但在实地调研中，却并没有发现此旅游项目。

“这个活动被动保人士投诉了，他们觉得给鳄鱼绑嘴对鳄鱼有伤害，早就没了，想玩

（亲密接触）小鳄鱼，过段时间也许会和去年一样，有更有趣、更受欢迎的为小鳄鱼接生

活动，刚破壳的小鳄鱼牙软，不用绑嘴也不咬人”。

——动物管理员E04

野生动物保护组织对动物福利与权力的监督与举报，并没有使得景区终止开设游客
与野生动物亲密接触的旅游项目，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推动了旅游产品的更新换代并朝着
更加符合现代城市消费需求的方向发展。其实质上仍然是野生动物卷入人类社会文化情
境后的商品化过程。动保组织的监督，促使景区的发展更符合公序良俗，景区更紧密地

④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林业局2003年文件《关于发布商业性经营利用驯养繁殖技术成熟的梅花鹿等54种陆生野生

动物名单的通知》（林护发[2003]121号）整理。

⑤ 资料来源：根据2001年与2010年农业部文件《农业部关于加强鳄鱼管理的紧急通知》、《农业部、国家林业局关

于加强鳄鱼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渔农发[2001]18号、[2010]26号）整理。

⑥ 资料来源：根据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相关内容以及国家林业局文件《国家林业局关于对野

生动物观赏展演单位野生动物驯养繁殖活动进行清理整顿和监督检查的通知》（林护发[2010]195号）整理。

⑦ 资料来源：根据2016年3月3日与5月16日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微信官方订阅号推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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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汇到动物福利与道德倡导的浪潮之中。另外，景区在现代化城市中营造的庞大自然生
态系统，为各种动保组织的生态教育职责提供了绝佳的自然仿生情境，动保组织通常会
选择借助并联合政府的力量，依托景区
空间开展各类环保教育活动。动保组织
与景区在野生动物生命权力运作过程中
的监督与倡导形成了另一种制衡关系，
这种制衡为野生动物旅游的开展提供了
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道德性框架。政府部
门、动保组织与景区针对野生动物生命
权力展开的三角博弈与制衡，共同将野
生动物旅游活动紧密地嵌入到社会文化
情境之中，推动了野生动物旅游的发展
壮大与转型升级（图3）。

5 结论与讨论

伴随着势不可挡的现代性洪流，象征着荒野（wildness）、自然与神秘的野生动物被
卷入人类社会系统并被纳入人类文化秩序进行规训与管治[37]。而旅游无疑成为了这一过
程的“助推剂”和“显微镜”，加速了人类对野生动物个体与种群施加生命权力的进程，
并促使野生动物生命权力的运作过程得以完整地显现。本文以广州鳄鱼公园为例，探讨
了在高度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地方，野生动物旅游中生命权力的运作过程，并展示了在此
过程中形成的行动者网络。

首先，本文分析了野生动物旅游中人类对野生动物规训与管治的技术与野生动物生
命权力的施加方式。研究发现，不同于传统旅游文化情境中，人类利用野生动物为旅游
经济服务时直接而颇具争议的操控方式[40-41]。在现代野生动物旅游对科学话语与动物主体
性的强调与彰显下，以生物技术为依托的野生动物医疗、健康与保育等“生命政治”已
成为了野生动物旅游景区发展的新兴产品及核心驱动力。

其次，研究丰富了野生动物旅游研究的相关理论成果，发现在旅游活动情境下，人
类对野生动物生命权力的运作是建立在人类对野生动物亲近与征服的双重欲望基础之
上。以往人文地理学与旅游学对于人与动物关系的讨论相对单一，大多认为在例如动物
园、水族馆等非消费型或低消费型的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人类主要具有亲近并了解野
生动物的愿望[42-44]。而在例如狩猎等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人类则主要具有征服并
占有野生动物的欲望[45-46]。研究发现，在非消费型野生动物旅游活动中，游客在体验看似
平和的旅游项目时，依然在彰显着人类对野生动物征服欲驾驭的本能渴望。因此，人与
野生动物的关系应该是亲近与征服并存的，两者伴随着旅游体验的开展相互交织，无法
割裂看待。

第三，野生动物旅游中的生命权力运作是在不同行动者的博弈与制衡中开展的。本
文批判式地反思了政府、非政府组织在野生动物旅游行动者网络中的意义[47]。两者并非
是传统认知中处于道德至高点的动物“救世主”[48]。从更宏观的尺度讲，政府对野生动
物的保护与规制、非政府组织对野生动物的宣传与监管，也是在将野生动物卷入人类社
会文化系统基础上的自然的社会建构过程，亦是一种向野生动物施加生命权力的过程。
这种生命权力的运作并非是单纯的社会关系的建构，而是围绕着非人类行动者而生产的

图3 野生动物旅游生命权力运作机制
Fig. 3 Wildlife tourism biopower ope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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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者网络体系，是一种为社会关系重现而组织的互动框架。也就是说，旅游景区、政
府与非政府组织针对野生动物旅游而形成的三角制衡，实质上为生命权力的可持续运作
提供了合法性与道德性框架，促进了野生动物旅游的壮大与升级。

长期以来“自然”和“社会”在地理学研究中一直处于较为割裂的状态，即将“自
然”和“社会”分别作为一种独立的解释系统或所谓的因素与维度。本文将人文地理学
中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机理研究以及自然地理学中对自然规律的探讨放置在一个包括
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的完整网络中思考，为人文地理学分析自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新
的思考和尝试。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剧，自然越来越被卷入人类的经济和社会文化情
景之中。本文作为微观的个案研究，期待未来研究能够继续关注人与动物权力关系建构
中更为宏观复杂的自然的社会建构机制。例如社会与自然的权力关系如何在国家、资
本、科学技术和全球环境变化的背景下处于持续和动态的建构之中？社会与自然的关系
又如何被重构？这些问题都尚待持续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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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cise of biopower in wildlife tourism:
A case study of Crocodile Park, Guangzhou

YIN Duo1, GAO Quan2, ZHU Hong1

(1. Center for Cultural Industry and Cultural Geography,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1,

China; 2.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ewcastle University, Newcastle NE1 7RU, United Kingdom)

Abstract: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has emerged as a new approach within recent
Western human geographical agenda in re- exam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nature. In this article, we consider the metaphor of "construction" not only as a social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 that emphasises the role of power, discourse and text in meaning
formation, but also as a network that assemblages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Based on this
formulation, this paper seeks to explore the human- animal relationship and in particular the
power relationship in wildlife tourism with an empirical focus on Crocodile Park, Guangzhou.
Wildlife tourism which shows animals in their natural habita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human's
accessibility to experience of nature in the context of late- modernity. Drawing on Foucault's
scope of biopower, we investigate the way in which biopower exercises and embeds into the
actor network organized by animals, park, government and NGO. We found that: First, in
Crocodile Park, management practices imposing on animals have become heavily reliant on the
use of disciplinary techniques and biopolitics of animal, for example the population and health
control and manipulation of gender, thus to reconcile the park with the changing demands of
tourism market. Second, the park not only utilizes a series of disciplinary techniques to
generate the“docile bodies”of animals subjected to the tourism activities, but tactfully
manipulates tourists' embodied experience towards animal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ourists'
embodied experience is embedded into double desires that intend to closely discover animals
on the one hand and conquer animals on the other. Third, the exercise of biopower is in an
ongoing process of negotiation between different human and non-human actors. We point out
that the re- assemblage of actor network in essence provides a legal and moral framework in
which biopower is legitimatized and thus can constantly operate in wildlife tourism. In
conclusion, we argue that the operation of biopower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a
representation of social construction, but an outcome of the interaction of society and nature
within the actor network. This article seeks to provide a new insight in analyz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nature for Chinese hum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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